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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地铁为代表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疏解中心城区人口集聚压力、提升近郊区域公共服务

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天津市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街道（乡镇）一级的空间尺

度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人口空间分布集聚度，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地铁建设对天津市人

口空间分布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天津市人口空间分布正在由以中心城区为单中心的集聚模式

向以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为多中心的集聚模式优化；（2）基于距离波段的计量模型检验揭

示，地铁建设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存在扩散效应，且呈现出区域异质性特点；（3）与已有国外城市研究

结果不同，天津市新建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的辐射范围具有区域异质性，环城四区新建地铁站点比中

心城区新建地铁站对人口集聚的辐射范围更远。本研究不仅为天津市加快打造“津城”“滨城”双城发

展格局的建设目标提供政策建议，也为超大城市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发展提供新的例证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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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

称“七人普”）结果和国务院关于城市规模的划

分标准①，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超大城

市，常住人口持续增加，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显

现。人口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引发了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大、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供给紧张等诸多城市

治理难题。为此，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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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合理确定城市

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的总体要求②。随后，

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相继出台了产业转

移、人口疏解、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一系列

相关政策，旨在将中心城区过度集聚的人口向

近郊区域转移，以期打造多中心分布的城市人

口空间分布新格局。与此同时，以地铁为代表

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能够提升城市中心城区与

近郊区域、城镇组团区域的交通通达性，对疏解

中心城区人口集聚压力、提升近郊区域公共服

务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

进，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城市轨道

交通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截至 2021年末，共有

51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其中包括北

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成都、天津等七个超

大城市，交通线路共计 275条，运营里程达到

8736千米③。地铁建设加强了城市内部经济生

产要素的流动，要素资源再配置会对城市人口

空间分布格局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在人口

集聚初期阶段，伴随着交通成本的降低与区域

间通达性的改善，将促进近郊区域甚至远郊区

域的劳动力进一步向中心城区集聚，人口空间

分布的单中心格局加剧，人口集聚的正外部性

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

一方面，在人口集聚中后期阶段，中心城区人口

集聚的负外部性开始集中显现，近郊区域与中

心城区显著提升的通达性以及合理的城市土地

用地规划，将带动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由中心

城区向近郊区域转移，人口空间分布向多中心

格局演变。近年不少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均揭

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由单中心集聚模式向多中

心集聚模式转型是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

优化。

因此，在既定时期内检验地铁建设对城市

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方向与效应，是否与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预期自洽，是

一个值得探究的现实问题。近几年来，大量研

究聚焦采用经典的双重差分法[1]来检验高速铁

路的开通对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效应，并

发现人口流动加快向区域内核心城市集聚[2-4]。
在超大城市内地铁建设与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关

系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文献只聚焦北京[5]、上
海[6]和广州[7]等城市，而同为超大城市的天津却

鲜少得到关注。地铁建设是否对城市人口空间

分布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对城市人口集聚效应

的辐射范围又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能否通过

地铁建设重塑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达到政策预期

效果，这些问题均需量化检验。此外，在探究地

铁建设与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关系的过程中，一

个不容忽视的难点就是微观数据的获取。这一

类研究应以街道（乡镇）一级空间尺度作为研究

单元，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

年鉴》无法提供城市内部街道（乡镇）空间尺度

的常住人口总量数据，微观数据的难获取直接

制约了计量模型的应用。

鉴于此，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应用价

值，同时最大化利用好人口普查与经济普查的

数据，本文以天津市为例，采用街道（乡镇）一级

的人口总数，来检验地铁建设对城市人口空间

分布的阈值效应。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

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尺度的

拓展。面对微观空间尺度数据缺失问题，部分

研究以所有开通地铁的城市为研究对象，收集

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进行相关检验研究。与

此不同，本文直接采用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以下简称“六人普”）时点和“七人普”时点

天津市街道（乡镇）人口总量这一空间尺度数

据，并辅之以 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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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街道（乡镇）就业人口总量数据作为研究

数据支撑。空间尺度数据的精细化使考察地铁

建设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效应成为

可能。二是研究方法的拓展。本研究主要利用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技术测度人口空间分

布的集聚度。此外，本研究还使用基于距离波

段的空间计量模型，选择天津市各街道（乡镇）

至最近地铁站的距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

构建不同地理区域的基于距离的空间计量模

型，检验地铁站点扩建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影

响的区域异质性及其辐射范围。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研究发现：第一，

2010—2020年期间，天津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发生显著变化，由过往以中心城区为集聚点的

单中心集聚模式，转向以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

滨海新区为集聚点的多中心集聚模式发展。第

二，通过定量检验论证天津市地铁扩建对城市

人口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扩散效应，尤其增进

了环城四区与中心城区之间的紧密联系，环城

四区成为天津市新的人口集聚区域。第三，地

铁站点的人口集聚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例如

环城四区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的辐射范围为 3
千米，而中心城区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的辐射

范围在 2千米以内。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是论证天津市近十年间的地铁建设

显著提升了中心城区与环城四区的交通通达

性，全市人口空间分布由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

模式演变，初步形成了有利于实现“津城”“滨

城”双城新发展格局所需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二是揭示地铁建设对人口集聚的辐射范围存在

区域异质效应，阈值大小与已有对国外城市研

究的结论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为进一步完

善我国超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推动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新的例

证和思考。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及

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是政策评估领域的热门议

题。国内外大量文献关注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

建设对区域间人口分布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

与实证检验[8-11]。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速

铁路的迅猛发展，很多新经济地理学专家将我

国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试验场”，如张开

广等通过采用时间距离与人口加权平均值的倒

数来研究区域内的城市可达性，发现河南省公

路交通网络较为完善，可达性分布与人口分布

存在明显背离[12]；李静等通过选取 2010年至

2018年 881个小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高铁建

设对小城市发展的影响，发现高铁开通可能导

致部分小城市人口的外流，或许加剧了部分小

城市人口的空心化程度[13]。这些文献分别从理

论和实证的角度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对

区域人口空间分布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是在

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间交通通达性的改

善会促进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集聚的正

外部性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当区

域人口规模达到或者超过一定阈值时，较高水

平的交通通达性也会促进人口由集聚中心向周

边区域自发转移，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

经济发展[14-15]。上述研究不仅与集聚经济理论

所主张的观点高度自洽[16]，而且为探究“城市内

部轨道交通建设与人口空间分布关系”这一议

题提供了合理的研究范式和可供借鉴的观点。

但鉴于研究对象在空间尺度范围内由全国、城

市群或都市圈缩小至某一城市，相关影响因素、

具体影响阈值也会随之变化，因而已有观点尚

需重新检验。

目前，在“城市内部轨道交通建设与人口空

间分布关系”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地铁建设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异质效应研究——基于天津市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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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认为地铁建设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具

有扩散效应。国内外很多超大城市在发展过程

中均面临着传统中心城区人口集聚的负外部

性，并通过出台一系列产业转移、人口疏解、改

善公共服务供给等政策措施解决“大城市病”。

在这些举措当中，地铁建设举足轻重。地铁线

路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区域延伸，增进了城市内

部劳动力流动，也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经济

生产要素资源向中心城区以外再配置，将促进

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由过去的单中心集聚模式向

多中心集聚模式转变。新的人口集聚点的形成

与发展也将吸引更多低收入地区人口向此迁

移，进而提高城市人口总量。例如弗朗西斯科·

卡尔沃（Francisco Calvo）等学者通过分析人口、

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演变以及三者之间的关

系，发现马德里外围新地铁站附近的住宅开发

和人口增长要高于市中心和马德里的卫星

城[17]。Jangik Jin 和 Danya Kim利用微观人口和

就业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来控制人口、就业

和地铁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重点研究了 2000
年至 2010年韩国首尔都市圈地铁系统的改善情

况。结果发现，地铁系统的改善显著影响了首

尔市中心地区和副中心地区的就业人口增长，

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具有重要作用[18]。杨桐

彬等学者采用国内 2000—2017年期间 279个城

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和城

轨开通对人口城市化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高

铁和城轨的开通对人口城市化有促进效果，增

强城市的人口吸引力[19]。
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铁建设对城市

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许并不显著，教育、医疗

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也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

不容忽视的驱动因素。改善人口空间布局不合

理的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城市规划与政策，特别

是土地规划与房地产价格的调节，引导人口由

中心城区向近郊区域转移。因此，当提升交通

通达性也难以解决城市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

给所面临的不充分与不平衡的困境时，城市人

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并不显著。马可·冈萨

雷斯-纳瓦罗（Marco Gonzalez-Navarro）和马修·

A·特纳（Matthew A. Turner）利用全球最大的

632个城市数据，研究城市地铁网络范围、人口

与空间形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虽然大城

市更有可能开通运营地铁，但地铁对城市人口

增长的经济影响微不足道[20]。肖挺采用混合动

因方法，采用 2018年底前国内开通运营地铁的

26个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探究地铁开通运

营对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的影响，发

现地铁规模的扩张对城市人口增长影响不大，

不能视其为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诱因，但地铁

的延伸使城市人口分布更趋分散[21]。
综合以上两种观点，本文认为二者产生分

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

关注和理解有所区别。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承

载力的临界阈值时，若近郊区域的经济和公共

服务水平尚未达到预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独

木难支”，不足以改变城市人口空间分布。随着

城市发展规划逐步完善，近郊区域与中心城区

的经济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缩小时，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将会成为改变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助

力。从国内七个超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现状来

看，城市内部各行政区划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

小，且大部分城市规划政策均侧重于打造多中

心化的城市空间分布格局，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 1：地铁扩建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存在

扩散效应，促进中心城区人口逐步向近郊区域

疏解转移。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与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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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逐渐出现，即交通枢纽区域（如公交站

点、火车站点、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存在一定

的辐射范围，不在该范围内的区域人口集聚效

应并不显著。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廊道效应

原理”[22]，指的是人口布局围绕着廊道在一定范

围内存在效应梯度场，随着距交通枢纽距离的

增加，人口分布呈现递减规律。相比于公共服

务资源相对健全的中心城区，很多近郊区域仍

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够充

足，以致人口要素承载力不足。城市居民更偏

好于选择在地铁站点附近的区域居住或就业。

随着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地铁的扩建，辐

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23]。对此，一些学者针对

交通枢纽“廊道效应原理”开展了一些实证检

验，如赵晖等学者以北京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

方法探究了不同特征区地铁站点对人群吸引不

同的特征[24]，结果发现总体上地铁站点对职住

地人群吸引范围为 2千米，2千米以上地铁出行

比例明显下降。其中就业岗位区的地铁站点吸

引范围比居住区广；地铁站点对居住地人群吸

引在 2千米处大幅下降，而对就业地人群吸引在

5千米处大幅下降。加西亚·洛佩斯（Garcia-
López）等学者估计了高速公路对西班牙城市郊

区化的影响，发现高速公路在塑造城市形态方

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离最近的高速公路坡道每

增加一千米，城市密度增长 8%[25]。乔鲍·G·波

戈尼（Csaba G. Pogonyi）等学者对伦敦地铁开放

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

步行到地铁站点的距离（750米）范围内的地区

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距离更远但仍在 2000米
以内的地区会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26]。从上述

实证研究来看，学者对地铁站点存在的人口集

聚效应普遍已有共识，但对人口集聚的辐射范

围莫衷一是。综观国内超大城市的发展现状，

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会导

致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的辐射范围存在区域异

质性。人口密度大、基本公共服务相对健全的

中心城区，其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的辐射范围

相对较近；而人口密度低、基本公共服务相对不

完善的近郊区域对人口集聚的辐射范围相对较

远。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具有廊

道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二、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构建

（一）数据说明

根据天津市“七人普”的数据显示，全市人

口总量为 1387万人。为了研究需要，本文将天

津市现有 16个行政区分为中心城区、环城四区、

滨海新区和远郊五区四类区域。其中，中心城

区包括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

和红桥区等行政区域；环城四区包括东丽区、津

南区、西青区和北辰区；滨海新区的范围指与其

同名的行政区域；远郊五区包括武清区、宝坻

区、宁河区、静海区和蓟州区等行政区域。本文

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天津市“六人普”和“七人普”

时点的汇总数据。首先，笔者将“七人普”时点

的街道（乡镇）的数据与六人普时点的街道（乡

镇）的数据进行匹配。为获得相应的控制变量

数据，笔者又将该匹配结果与全国第四次经济

普查的数据进行对照匹配，最终完全匹配成功

的街道（乡镇）有 235个。最后，笔者对 235个街

道（乡镇）进行研究分析。在匹配成功的 235个
街道（乡镇）中，分布在中心城区的有 63个，在环

城四区的有 51个，在滨海新区的有 20个，在远

郊五区的有 101个。需要强调的是，截至“七人

普”结束时，远郊五区还没有开通地铁，在建立

计量模型的时候，笔者测算的区域范围为已开

通运营地铁线路的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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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相关地铁站点的位置信息通过百度地图

进行爬取与汇总。

天津市首条地铁线路于 1984年正式开通

运营。2010 年天津市轨道交通共开通地铁站

点 36个，运营里程约为 80千米。到了 2020年，

天津市轨道交通开通地铁站点数量上升至 163
个，运营里程增加至 239千米④。从地铁站点的

区域分布来看，在 2010年至 2020年间，中心城

区共开通 80个地铁站点，环城四区共开通 46个
站点。不仅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的布局在逐步完

善，轨道交通建设也开始向环城四区和滨海新

区外延发展。在未来天津城市发展规划中，地

铁扩建将成为加快构建“津城”“滨城”双城发展

格局的重要手段。

（二）基于Dagum基尼系数的区域人口集聚

度测度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27]

测度在“六人普”时点和“七人普”时点天津市和

分区域的人口空间分布集聚度与演变趋势。基

尼系数值越大，则空间研究区域内人口集聚程

度越高；反之，基尼系数值越小，则空间研究区

域内人口分布均匀。与传统基尼系数相比，Da⁃
gum基尼系数的特点在于允许将总基尼系数分

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的净效应和超变

密度三个维度，并较好地解决了样本数据交叉

重叠区域对区域差异来源的识别问题。Dagum
基尼系数的运用已在空间统计领域取得了一系

列成功的实践[28]。
本文将天津市中心城区、环城四区、滨海新

区和远郊五区四个区域的人口集聚度基尼系数

定义为：

Gjh =
∑
j = 1

nj∑
h = 1

nh

|| xji - xhr
njnh ( x̄ j + x̄h ) （1）

在公式（1）中，j, h = 1, 2, 3, 4分别表示中心

城区、环城四区、滨海新区和远郊五区，nj和nh表

示区域内的街道（乡镇）数量，xji和xhr 表示 j和h

区域内第 i和r街道（乡镇）的人口数量，x̄ j和x̄h表

示 j和h区域内街道（乡镇）人口数量的均值。当

j = h时，组间基尼系数转换为组内基尼系数Gjj。

因此，Dagum基尼系数GD通常分解为三个部分：

GD = GW + GB + GT （2）
在公式（2）中，GW为组间差异，GB为剔除样

本重叠区域后区域间的净差异，GT为样本重叠

区域引致的超变密度效应，GB + GT之和为区域

间 差 异 。 进 一 步 将 公 式（2）展 开 后 得 出

公式（3）：

GD =∑
j = 1

k

Gjj pj sj +∑
j = 1

k∑
h ≠ j
Gjh pj shDjh +

∑
j = 1

k∑
h ≠ j
Gjh pj shDjh ( 1 - Djh ) （3）

在公式（3）中，pj = nj /n表示 j区域内街道

（乡镇）数量占天津市全市街道（乡镇）总数的比

例，sh = nh x̄h /nx̄表示 h区域人口总量占全市人

口总量的比例。Djh代表 j区域与 h区域的相互

作 用 强 度 ，分 别 记 为 公 式（4）、公 式（5）和

公式（6）。

Djh = djh - pjhdjh + pjh （4）

djh = ∫0∞ dFj ( x ) ∫0x ( x - y ) dFh ( y ) （5）
rjh = ∫0∞ dFh ( x ) ∫0x ( x - y ) dFj ( y ) （6）
其中，Fj和Fh代表调整后 j区域与 h区域人

口数量的累计分布函数。djh代表 j区域与 h区

域间的总相互作用强度，记为两区域间所有使

得 xji - xhr > 0的汇总值的期望。pjh代表 j区域

与 h区域间的超变一阶矩，是两区域间所有使得

xhr - xji > 0的汇总值的期望。因此，Djh实质上

反映了 djh - pjh占 djh + pjh的比例。

本文以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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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普”时点和“七人普”时点天津市和各地理

区域分组的基尼系数，再计算四个区域内、区域

间和超变密度三个构成部分的贡献率，据此分

析 2010—2020年这十年间天津市人口空间分布

集聚度的演变趋势。

（三）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地铁扩建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

影响效应及地铁站点的辐射范围，本文借鉴

Csaba G. Pogonyi等学者提出的建模策略[29]，将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为：

Pi = α0 +∑
k = 1

p

β1kbandki + (∑
k = 1

n

β2kbandki × posti ) +
γ0 × qiyei +∑

j = 1

m

γj × qui + εi ( 7 )
在公式（7）中，Pi表示第 i个街道（乡镇）在

“六人普”时点与“七人普”时点的人口总量差

值；posti为示性变量，若第 i个街道（乡镇）在六

人普时点未开通地铁但在“七人普”时点正式开

通了地铁，则记 posti = 1，反之 posti = 0；bandki
表示根据第 i个街道至最近地铁站距离划分的

距离波段，即对于每一个 k值，如果距离最近地

铁站点的街道 i的地理距离介于 ( k - 1 ) × l和
k × l米之间，则 bandki取值为 1。距离波段的区

间设定由街道（乡镇）所属的行政区域特点分别

划定。需要说明的是，引入距离波段这个虚拟

变量而并非直接使用街道（乡镇）距地铁站距离

disti这一连续型变量的原因是，本文主要以天津

市全域中已开通地铁的区域为研究对象，不同

区域的街道（乡镇）人口密度存在巨大差异，在

街道（乡镇）这种较小空间尺度下 disti与 posti的

关系受异质性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posti ×
bandki为两变量的交互项并以 posti作为主效应，

考察新开通地铁站的街道（乡镇）以及未开通地

铁站的街道（乡镇）人口变动量与街道（乡镇）距

地铁站距离之间的交互关系。首先通过方差分

析检验两变量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若不存在交

互作用则剔除交互项。对于控制变量，由于本

文以街道（乡镇）为研究的最小空间尺度，在这

一空间尺度下相关数据很难获取。因此，以天

津市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中各街道（乡镇）

的企业数量 qiyei 作为控制变量。企业数量越

多，表明该街道（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周边

区域越有可能吸引常住人口。qui 为街道（乡

镇）i所属的行政区域，作为固定效应的测度。

在公式（7）中回归系数的意义是，对于

bandki的系数 β1k，若 βk为正（负）且显著，说明在

距离波段 bandk内，与基准波段相比两次人口普

查时点间街道（乡镇）人口总量变动存在显著增

长（下降）趋势。对于 posti × bandki交互项的系

数 β2k，若 β2k为正（负）且显著，表明在距离波段

bandk内，新开通地铁站的街道（乡镇）比未开通

地铁站的街道（乡镇）人口总量显著增长（下

降），地铁站点对人口空间分布存在集聚效应

（疏解效应）。集聚效应与疏解效应因区域而

异。通过分析两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与大小，

可对假说 1和假说 2进行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天津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特征

分析

1.人口密度变化分析

在“七人普”时点天津市总人口为 1386.6万
人，人口密度为 1128人/千米 2，较“六人普”时点

增加了约 75人/千米 2。其中，中心城区人口密

度为 19452人/千米 2，除和平区人口密度增加了

7839人/千米 2以外，中心城区的其他五区人口

密度均有下降。河北区人口密度下降幅度最

大，下降了 4988人/千米 2。而环城四区人口密

度为 1983人/千米 2，与“六人普”时点的人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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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心城区和环城四区人口密度排名前十的街道（乡镇）在“七人普”时点与“六人普”时点的人口密度比值

度相比，环城四区成为天津市人口集聚区域。

环城四区中的津南区人口密度增长幅度最大，

增长了 862人/千米 2。另外，滨海新区人口密度

为 822人/千米 2，远郊五区人口密度仅为 506人/
千米 2。

为进一步考察地铁站点与人口空间分布的

耦合关系，笔者梳理了在街道（乡镇）的空间尺

度下“七人普”时点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排名前

十的街道和环城四区人口密度排名前十的街道

（乡镇），并据此计算“七人普”时点的人口密度

与“六人普”时点的人口密度比值（表 1）。发现

除和平区外，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排名前十的

街道的比值大部分小于 1。而在环城四区人口

密度排名前十的街道（乡镇）的比值多数大于 1，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天津市人口密度由中心城

区向外逐渐递减的空间特征。从人口密度的变

化量来看，中心城区部分街道人口密度出现明

显下降，而环城四区的大部分街道（乡镇）人口

密度显著增加。

2.人口空间分布的集聚度

图 2主要给出在“六人普”时点和“七人普”

时点天津市及各地理区域的 Dagum基尼系数

值。首先从全市范围来看，按街道（乡镇）计算

的总基尼系数由“六人普”时点的 0.416上升至

“七人普”时点的 0.448，增长率约为 7.69%，反映

人口空间分布进一步集聚的特征。但基尼系数

未高于 0.5，表明人口空间分布并未出现明显的

不均衡性。其次从不同区域的计算结果来看，

中心城区的基尼系数最小，由六人普时点的

0.229显著下降至“七人普”时点的 0.184，下降幅

度高达 19.65%，表明中心城区人口空间分布呈

现出由集聚向分散均衡的转变趋势。环城四区

所属区域

中心城区

环城四区

和平区

和平区

和平区

河西区

河北区

南开区

河东区

南开区

红桥区

红桥区

北辰区

北辰区

北辰区

东丽区

北辰区

北辰区

东丽区

东丽区

津南区

北辰区

街道名称

新兴街道

南营门街道

南市街道

桃园街道

王串场街道

广开街道

中山门街道

万兴街道

双环村街道

铃铛阁街道

集贤里街道

普东街道

佳荣里街道

张贵庄街道

瑞景街道

果园新村街道

丰年村街道

万新街道

咸水沽镇

天穆镇

“七人普”时点与“六人普”人口密度比值

1.47
1.32
1.38
0.92
0.72
0.93
0.95
0.89
1.27
0.93
0.99
1.54
1.28
0.99
1.48
1.72
1.39
1.57
1.51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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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尼系数最大，由“六人普”时点的 0.445上升

至“七人普”时点的 0.487，增长幅度达到 9.4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城四区的人口空间分布

呈现进一步集聚的趋势，且区域内部各街道（乡

镇）人口总量的离散程度较大。滨海新区的基

尼系数由“六人普”时点的 0.362小幅下降至“七

人普”时点的 0.348，下降幅度约为 3.87%，表明

滨海新区人口分布基本稳定未出现明显变化。

远郊五区的基尼系数从“六人普”时点的 0.349
上升至“七人普”时点的 0.431，增长率约为

23.50%，变化幅度较大，表明远郊五区在两次人

口普查时点间的人口分布集聚趋势明显，区域

内部街道（乡镇）离散程度较大。对于环城四区

和远郊五区而言，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要素集

图 2 天津市及各区域Dagum基尼系数值

图 3 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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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形成大规模集聚中心，有助于区域内部要素

资源配置优化。

图 3主要描绘了Dagum基尼系数的分解结

果。比较“六人普”时点和“七人普”时点数据分

析结果发现，区域间净差异效应大于区域内差

异效应，是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来源。以

“七人普”时点为例，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和

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分别为 45.98%，22.99%和

31.03%。两次人口普查时点的区域内差异的贡

献率基本稳定，“六人普”时点和“七人普”时点

的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分别为 21.34%和 22.99%。

而区域间净差异的贡献率明显下降，由“六人

普”时点的 59%下降至“七人普”时点的 46%，表

明人口分布的区域间差异正在缩小。超变密度

贡献率则由“六人普”时点的 19.66%上升至“七

人普”时点的 31.03%，超变密度贡献率的增加表

明街道（乡镇）人口数量重叠区域明显增加，即

低人口总量的区域内存在部分较高人口总量的

街道（乡镇），这些街道（乡镇）的人口总数已在

一定程度上超过了高人口总量区域内的低人口

总量街道（乡镇），形成了低人口总量区域的集

聚点。

结合图 2和图 3的 Dagum基尼系数结果来

看，在“六人普”和“七人普”两次人口普查时点

间天津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主

要表现为中心城区人口总量下降、分布区域均

图 4 距地铁站距离与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

（1）天津市人口空间分布 （2）中心城区人口空间分布

（3）环城四区人口空间分布 （4）滨海新区人口空间分布

距离地铁站距离（千米） 距离地铁站距离（千米）

距离地铁站距离（千米） 距离地铁站距离（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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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环城四区人口增长迅速、新集聚点涌现，滨

海新区人口空间分布基本稳定，远郊五区人口

分布进一步集聚。反映出天津市正在由以往以

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单中心集聚模式，向以中心

城区、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为核心的多中心集

聚模式转变，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显著优化。

3.各街道至地铁站距离与人口总量变化的

关系

图 4主要考察各街道（乡镇）至地铁站点距

离与两次人口普查时点间街道（乡镇）人口数量

变动的关系。这里的距离为各街道（乡镇）人口

空间分布重心至最近地铁站的距离。其中图 4
（1）反映的是全市的情况，图 4 的（2）（3）（4）分

别反映的是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的

情况。鉴于地铁站的建设对其周边 10千米以外

区域无明显作用，同时距地铁站点距离较远的

区域主要分布在远郊五区，因此远郊五区不纳

入本文的研究范围，而是主要聚焦距地铁站点

距离在 10千米以内的街道（乡镇）。从图 4可以

看出在街道（乡镇）的空间尺度下天津市两次人

口普查时点间的人口总量存在一定的变动趋

势，并具有显著的距离波段异质性。平均来看，

距离地铁站 0~1千米的街道（乡镇）两次人口普

查时点间的人口数量差值为正，人口变动呈现

增长趋势；距离地铁站 1~2千米的街道（乡镇）

两次人口普查时点间的人口数量差值为负，人

口变动呈现下降趋势；距离地铁站 2~6千米的

街道（乡镇）人口数量变动并不明显；距离地铁

站 6千米以上的街道（乡镇）两次人口普查时点

间的人口数量差值为正，人口变动也呈现一定

增长趋势。由于中心城区街道人口密度大，环

城四区和滨海新区的街道（乡镇）人口密度相对

较小，街道（乡镇）面积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理应

分区域考察街道（乡镇）至地铁站距离与人口数

量变动关系，也是后续空间建模中划分距离波

段的定量依据。

对于中心城区来说，两次人口普查时点间

的街道人口数量差值普遍小于 0，总体呈下降趋

势，与街道至地铁站距离的关系表现为“倒 U
型”特征。在 0~0.4千米区域范围内，街道人口

数量下降较为明显，街道至地铁站距离与人口

数量下降量呈正比关系；在 0.4~1千米区域范围

内，街道人口数量变动趋于稳定或不显著；在 1
千米以上区域范围，街道人口数量变动呈下降

趋势，街道至地铁站的距离与人口数量下降量

呈反比关系。而对于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来

说，街道（乡镇）至地铁站的距离普遍较远，两次

人口普查时点间大部分街道（乡镇）的人口数量

有明显增长，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比关系，

即离地铁站距离越近，人口增长量越大。

（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综上分析结果，笔者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

检验假说 1和假说 2。
1.以所有已匹配成功的街道（乡镇）为研究

空间

在剔除没有开通地铁站点的远郊五区，以

及“六人普”和“七人普”两次人口普查时点均开

通地铁站点的街道（乡镇）后，其余街道（乡镇）

的距离波段模型结果如表 2中的模型 1所示。5
个距离波段的分别为：band1为 0~0.8千米（基准

项），band2为 0.8~1.6千米，band3为 1.6~4千米，

band4为 4~6千米，band5为 6~10千米。计算结

果显示：①关于回归系数 β1k。基准距离波段的

β1k为 2435，表明各街道（乡镇）人口总量呈增长

趋势。band2 i和 band5 i两个距离波段的 β1k显著

为负，说明距地铁站点距离为 0.8~1.6千米和 6~
10千米的街道（乡镇）与基准距离波段 0~0.8千
米的街道（乡镇）相比，在两次人口普查时点间

街道（乡镇）人口总量变动呈显著的下降趋势。

②关于回归系数 β2k。band3 i与 posti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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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为正，说明对处于距地铁站 1.6~4千米的范

围内，新开通地铁站的街道（乡镇）比未开通地

铁站的街道（乡镇）人口总量显著增长，地铁站

点对人口空间分布存在集聚效应。band1 i 和
band2 i与 posti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由描述性

分析可知，在两次人口普查时点间中心城区人

口向外疏解，环城四区人口显著增加，而在这两

个距离波段内两个区域的人口总量一升一降相

互抵消，区域异质性引致两变量间关系并不显

著。band4 i和 band5 i与 posti的交互作用也并不

显著，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铁站点对人口

集聚效应存在距离阈值效应。固定效应结果表

明，大部分行政区域间人口变动增减量存在显

著差异。实质上，模型 1未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效

应而对假说 1和假说 2进行检验，只能对街道

（乡镇）至地铁站距离与人口变动量之间的关系

提供大致参考，并初步揭示可能存在的阈值

效应。

2.以中心城区街道为研究空间

中心城区街道的距离波段模型结果如表 2
中的模型 2所示。2个距离波段分别为：band1
为 0~1千米（基准项），band2为 1~1.6千米。计

算结果显示：①关于回归系数 β1k。基准距离波

段的 β1k为-91824，表明中心城区各街道人口总

量存在下降趋势。band2 i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

距离地铁站点 1~1.6千米范围和 0~1千米范围

表 2 模型结果

注：*表示不同显著性水平，“****”、0.001、“***”、0.01、“*”、0.05、“.”、0.1。

α
band2 i
band3 i
band4 i
band5 i

band1 i*posti
band2 i*posti
band3 i*posti
band4 i*posti
band5 i*posti

河东区

河西区

南开区

河北区

红桥区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滨海新区

qiyei
R2

n

模型 1
21358***（3881）
-17658***（4215）
-13574（9467）
-22766（16097）
-26234*（9913）
-5860（4841）
6945（6026）
34641*（13156）
40468（32014）
-3689（6380）
-11579*（4092）
-17504**（6417）
-24969***（5018）
-24639***（4729）
-21375***（4094）
13264（10345）
49069*（22013）
10038（14223）
8258（9655）
514（13256）
-1（2）
0.63
93

模型 2
27666***（4700）
-12937**（4200）

-2023（4095）
-3174（6824）

-18243**（4630）
-22813***（5793）
-26904***（4600）
-27921***（4472）
-23609***（4083）

-8（4）
0.46
46

模型 3
9778（10973）
-3421（10966）
-10946（8072）

23400*（9212）
41198（31781）
944（6133）

35614（21293）
4802（16834）
-2329（13505）

1（3）
0.48
41

模型 4
11891（29103）
-1025（27515）

-4（5）
0.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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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两次人口普查时点间的街道人口总量变

动也存在显著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这与

图 4（2）显示的结果一致。笔者认为，模型 2可
能揭示的一种现象是，地铁扩建带来的城市内

部区域间通达性的改善，促进了一部分原先居

住在中心城区地铁站点附近的居民向其他区域

转移疏解。至地铁站点距离越近这种疏解效应

越显著。②关于回归系数 β2k。band1 i和 band2 i
与 posti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即在这两个距离

波段内新开通地铁站的街道与未开通地铁站的

街道相比，人口下降趋势无明显差异。主要原

因在于，中心城区自身人口规模体量大。在天

津市提出要打造“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的

目标背景下，尽管中心城区的人口总量有所下

降，但不会出现大规模人口迁移。还有一个原

因是地铁站点在中心城区基本形成了环形、全

覆盖的布局，距离地铁站最远的街道也在 2千米

范围以内，处于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效应有“吸

引力”的距离范围。

3.以环城四区街道（乡镇）为研究空间

环城四区街道（乡镇）的距离波段模型结果

如表 2中的模型 3所示。3个距离波段分别是：

band1为 0~3千米（基准项），band2为 3~6千米，

band3为 6~10千米。计算结果显示：①关于回

归系数 β1k。基准距离波段的 β1k为 47865，表明

环城四区内各街道（乡镇）人口总量存在增长趋

势。band2 i和 band3 i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两次

人口普查时点间，距离地铁站点在 3~6千米和

6~10千米范围内街道（乡镇）的人口增长量小于

0~3千米范围的街道（乡镇）的人口增长量，但这

种差异并不显著。②关于回归系数 β2k，band1 i
与 posti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说明在距地铁站

点 0~3千米范围内，新开通地铁站的街道（乡

镇）比未开通地铁站的街道（乡镇）人口总量显

著增多，地铁站点对人口空间分布存在集聚效

应。而 band2 i和 band3 i与 posti的交互作用并不

显著，即距地铁站点距离超过 0~3千米范围，这

种集聚效应便不再显著。又由于 β22 > β23，表明

随着至地铁站点距离的增加，街道（乡镇）人口

增幅下降，印证了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效应会

随着距离逐渐衰减。

4.以滨海新区街道（乡镇）为研究空间

滨海新区街道的距离波段模型结果如表 2
中的模型 4所示。2个距离波段分别是：band1
为 0~4千米（基准项），band2为 4~9千米。这里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在前文匹配成功的滨海新

区街道（乡镇）中，两次人口普查时点间的地铁

站点没有变化，即没有新开通地铁站点的街道

（乡镇），所以在公式（7）中剔除交互项。计算结

果显示，band2 i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从两个

距离波段的模型结果相比较来看，至地铁站点

4~9千米范围内的街道（乡镇）的人口数量平均

增长幅度小于至地铁站点 0~4千米范围内的街

道（乡镇）的，同时存在地铁站点对人口集聚效

应的距离衰减效应。

从上述中心城区、环城四区、滨海新区三个

区域的模型结果来看，地铁建设对城市人口空

间分布的异质效应显著，不同区域受地铁建设

影响的“距离阈值”有所差异。结合表 2中的模

型 2、3结果可见，中心城区受地铁站点影响的距

离阈值在 2千米以内，而环城四区受地铁站点影

响的距离阈值为 3千米，验证了本文所提出来的

假说 2。环城四区与中心城区得出的距离阈值

有所差异，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2020年
天津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为 19452人/千米 2，
而环城四区的人口密度仅为 1983人/千米 2，相
对中心城区来说，环城四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

依然比较分散。第二，中心城区服务业占比较

高，虽然近十年期间环城四区的制造业在快速

发展，但环城四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与中心城区

地铁建设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异质效应研究——基于天津市的实证检验

城市空间

92



《城市观察》2023年第 4期
Urban Insight , No. 4, 2023

还有较大差距。

综上所述，地铁站点的扩建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中心城区人口向环城四区扩散，进而验证

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说 1。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作为国内超大城市之一，天津市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地铁建设处于稳定扩建阶段。2020
年 11月，天津市“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打造“津

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的发展目标⑤，为实证

检验地铁建设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提供

了政策支持。本文基于天津市第六次和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

提供的以街道（乡镇）一级空间尺度为人口总量

数据，构建基于距离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天津市地铁站点扩建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影

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2010—2020年期间，天津市人口空间

分布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与“六人普”时点相

比，“七人普”时点的中心城区人口总量占比有

所下降，环城四区人口总量占比上升明显，环城

四区成为天津市人口新集聚点。这一结论符合

天津市调控人口空间分布的政策预期。中心城

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得到缓解，为打造“津

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创造了有利的人口

条件。

第二，联合描述性分析与基于距离波段的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论证了地铁站点扩建对城

市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扩散效应。环城四

区距离地铁站点在 1千米以内和 1~2千米范围

的街道（乡镇），以及中心城区距离地铁站点在 1
千米以内的街道，在“六人普”和“七人普”两次

人口普查期间的人口总量增长趋势较为显著。

这一研究发现表明，以地铁为代表的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中心城区及其近郊区

域的通达性，有助于中心城区人口疏解以及加

强区域间人口流动。当中心城区的近郊地区公

共服务水平也能稳步提升的前提下，交通基础

设施的完善对人口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助推

作用。

第三，通过进一步的计量模型检验发现，地

铁站点对人口集聚存在“廊道效应”与区域异质

性，在中心城区的辐射范围小于 2千米，而在环

城四区的辐射范围则达到了 3千米。这一研究

结论异于国外已有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相关决

策者制定地铁线路以及城市住宅用地和商业用

地规划具有参考价值。

立足于上述研究结果，以及对天津市“十四

五”规划期间发展动态的合理判断，本文提出两

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以打造“津城”“滨城”

双城发展格局为契机，加快推进地铁新线路建

设。优先发展联结中心城区和环城四区的地铁

线路，通过改进两个区域间的通达性以增进区

域间要素流动，扩大现有集聚点的辐射范围。

二是着力改善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的公共服务

水平，促进区域间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

共基本服务均等化发展，规避地铁拓展对引导

区域人口资源再配置的“独木难支”。优先将公

共服务资源向人口集聚区域倾斜，形成行政区

划内局部单中心集聚、全市视域多中心、分散化

集聚的有利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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